
明代爲中國近代史上限説
———以郭廷以（１９０４—１９７５）及

黄仁宇（１９１８—２０００）爲例

李金强

提　 　 要

２０ 世紀以來，在中外學者的倡導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受

到重視。而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項重要課題，即爲如何斷限。

其中上限最爲史家所關注，先後産生鴉片戰爭説、自强運動説、

明末清初説、明代説、宋代説等。其中以鴉片戰爭説最爲史學界

所接受，宋代説、自强運動説附議者不多，本文則以明末清初及

明代説作爲探討對象。其中明末清初説尤多學者支持，以郭廷

以最具影響，而明代説則獨見之於黄仁宇。故本文遂以郭、黄二

人之主張爲個案，藉以説明明代與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密切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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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　 郭廷以　 黄仁宇

中國近代史研究始於民國時期，由羅家倫（１８７２—１９６９）、

蔣廷黻（１８１５—１９６５）、郭廷以（１９０４—１９７５）先後起而倡導，及

至 １９４９ 年後，西方以美國費正清（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１９０７—



１９９１）爲首，亦起而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由是成爲顯學。其

中關於中國近代史之上限，衆説紛紜。或謂始於明末清初（１６

世紀），或謂始於鴉片戰爭，或謂始於自强運動（１８６０—１８９４）。

此外，尚有日本内藤湖南（１８６６—１９３４）提出“唐宋變革期”，

倡宋代以降中國已進入近世之論。黄仁宇（１９１８—２０００）則以

“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爲一元論”，而有明代説。本文即以郭廷

以及黄仁宇二人之論説爲個案，探討明代與中國近代史進程

之關係。

一、 中國近代史之上限

傳統中國，最重史學，以其可以鑑古知今。尤其世變之時，

士子皆起而記史，以貽後世。就清季而論，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

梁廷柟（１７９６—１８６１）、夏燮（１８００—１８７５）、王之春（１８４２—

１９０６）、何秋濤（１８２４—１８６２）、王闓運（１８３３—１９１６）等相繼而

起，撰書記録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中外關係等重要史事，是

爲中國近代史撰著之始〔１〕。

及至民國，先有清華大學蔣廷黻、中央大學羅家倫，起而倡

導研究中國近代史，主張利用國内外新資料、新方法進行研究；

繼有郭廷以上承蔣、羅二氏，並於 １９５５ 年創設近代史研究所於

中研院，中國近代史研究學風由是確立〔２〕。而西方學者，先有

法國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之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ａｖｅｃ ｌｅｓ

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ｓ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ｓ，１８６０—１９０２ （１９０１—１９０２）三册出版，隨

即由曾服務於海關的美國馬士（Ｈ． Ｂ． Ｍｏｒｓｅ，１８５３—１９３４）出

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ｍｐｉｒｅ 牗 １９１０—１９１８牘 三

册，首開風氣。繼有費正清（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１９０７—１９９１），於

二戰後因應中國興起，提倡研究近代中國，在費氏之“雄才大

略”推動下，桃李滿門，促成美國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蓬勃發

展〔３〕。至於中國大陸，自 １９４９ 年後，史家以馬列主義及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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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促成相關研究迅速發展，其中尤以胡

繩、范文瀾之撰著最具代表性〔４〕。

中國近代史，即在上述中外史家的倡導與推動下，逐漸成爲

中國史研究中之“顯學”〔５〕。而此一斷代史研究的斷限問題，首

先成爲學者所關注的課題，此即徐中約（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Ｃ． Ｙ． Ｈｓü）

的著名中國近代史教科書———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首論

“中國近代史始於何時”之所由起，徐氏於書前論述中外史家分

别以鴉片戰爭（１８３９—１８４２）或明末清初（１６００ 年前後）作爲中

國近代史上限之理據。稍後，張玉法提出中國近代史之上限除

此二説外，尚有宋元説，與此相近則爲内藤湖南所主張的唐宋變

革之宋代説。而段昌國則從近代化着眼，主張 １８６１ 年英法聯軍

之役後，興起的自强運動應爲中國近代史之始〔６〕。其中尤以鴉

片戰爭、明末清初及宋代三説，最受學界重視，分别論述如次。

其一，鴉片戰爭説。梁啓超於倡導新史學之時，早已明言道

（光）咸（豐）之後，思想、學術、政治、外交、經濟、生活無一不變，

爲清史之最大變遷時期〔７〕。而蔣廷黻之中國近代史史著，均以

鴉片戰爭作爲起始〔８〕。事實上，１９４９ 年前所出版之《中國近代

史》，據張海鵬搜羅，共計 ４４ 種，其中絶大多數作者均以鴉片戰

爭作爲中國近代史之起點，此因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發生重大

轉變之故；其次，張氏又指出 １９４９ 年建國後，以中國近代史爲題

所出之書，不下百餘種，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胡繩、范文瀾等所作

１１ 種，亦均以鴉片戰爭爲近代中國的開端〔９〕。

其間胡繩於《歷史研究》創刊號（１９５４）發表《中國近代歷史

的分期問題》，明確以鴉片戰爭與五四運動（１９１９）作爲中國近

代史的上下限，引發了國内史家對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熱烈

討論。然各家仍認同鴉片戰爭爲上限，祇是下限或主推延至

１９４９ 年〔１０〕。

而臺灣張玉法亦認爲以 １８４０ 年作爲中國近代史的開始，較

爲符合歷史的真相，因鴉片戰爭導致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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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重大而持續的變遷。如在鴉片戰爭的刺激下一度購炮造

船，成爲日後自强事業的主流；而南京條約帶來的不平等待遇，

鉗制中國達百年之久〔１１〕。

由此可見，鴉片戰爭作爲中國近代史的上限尤爲史學界所

認同。

其二，明末清初及明代説。此説由羅家倫於鼓吹研究中國

近代史時所倡論。他認爲中國近代史不必始於鴉片戰爭，如 １６

世紀中西海路交通的發展、耶穌會士東來和西洋文化與商品輸

入，均不能不提〔１２〕。郭廷以即承師説，在《近代中國史》一書中

以 １６ 世紀西人東航爲開端展開論述〔１３〕。此後認同此説者漸

多，如黄大受即以明清海通、外力入侵爲國史翻開新一頁，作爲

中國近代史之始〔１４〕。李守孔謂其《中國近代史》一書之叙事

“始於 １６ 世紀葡萄牙人東航”〔１５〕。李方晨謂鴉片戰爭以來的變

局，應追溯至明清交替之時〔１６〕。此外，尚有清史名家蕭一山

（１９０２—１９７８）以“民族革命論”，詮釋中國近代史的發展，亦謂

宜以明末清初作爲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並謂“一部中國近代史，

就是一部民族革命史”。而民族革命始於明清之際鄭成功創設

天地會，其以反清爲革命目的，對日後太平天國、孫中山反清革

命，以至民國時期之反帝反日都産生了影響〔１７〕。而更重要的則

爲前述徐中約，於羅列近代史始於鴉片戰爭及明末清初説，比較

二者優劣，徐氏斷言明末清初乃中西會合之始，爲理解鴉片戰爭

後之中國所必須。稍後，另一本繼徐中約而起的著名教科書，乃

由史景遷（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Ｄ． Ｓｐｅｎｃｅ）撰寫的中國近現代史———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史氏亦明言其叙事始起於 １６００ 年，如

此方能完全認知當前中國問題之由來，故其書即以晚明作爲

起始〔１８〕。

就此而論，張存武同樣重視明末清初這一歷史階段。他從

西洋火器仿製、美洲農作物引進及中西貿易等方面，論述 １５１１

年葡萄牙控制滿刺加進而挺進中國這一時期，宜將其列爲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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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初期（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爲明末清初説作

了體系的補充〔１９〕。

而更值得注意者則爲明史專家黄仁宇主張中國近代的基綫

應向後推五百年，以明朝作爲中國近代史的起點〔２０〕。黄氏之説

稍後再作詳論。

其三，宋代説。中國近世始於宋代，乃由日本京都大學内藤

湖南（１８６６—１９３４）首倡其説，繼由其弟子宫崎市定發揚光大，

此即著名之“唐宋變革期”論説，或稱“内藤假説”。内藤開宗明

義指出“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其説乃

謂唐代中葉以降，至於宋代期間，相繼出現政治、社會、經濟及文

化的重大變革。此即政治上由中唐之貴族政治，轉爲宋代的君

主獨裁；社會上由平民隸屬貴族，轉而直屬國君，而通過科舉考

試制度，庶民得以爲官，取代貴族的社會地位；而經濟上由實物

經濟轉成貨幣經濟，並且出現交子、會子等紙幣；就學術文藝而

言，由唐代注重師法之箋注義疏，轉爲宋代的疑古，以己意解經；

文學則由駢體文轉爲重視自由表現的散文，由詩而爲詞，形式更

見自由；藝術方面則由金碧輝煌彩色山水壁畫轉爲水墨畫；音樂

則由服務貴族的舞樂，轉爲以平民爲主要觀衆的雜劇，顯現庶民

特色。綜上可見唐宋之間出現中古與近代的差别，故宋代爲中

國近世之始〔２１〕。而内藤此説，首由丘添生推介至臺灣史學

界〔２２〕，此後引起中外史家關注，多所議論〔２３〕。

上述中國近代史上限的鴉片戰爭説、明代説、宋代説，論之者

衆。然其中郭廷以及黄仁宇二人分别爲中國近代史及明史大亨

盛名之學者，故尤受學界所重視。二人之論，均與明代相涉，現就

二人之主張爲例，藉此説明明代與中國近代史發展之密切關係。

二、 郭廷以及其明末清初説

郭廷以爲中國近代史研究開拓者之一，先後任教於清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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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臺灣師範大學等校。於 １９５５ 年受

命於臺北南港中研院創設近代史研究所，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

該所即在郭氏領導下，建立體制、充實設備、招攬與培訓人才、從

事國際交流與合作，進而出版史料、專刊、集刊，形成一股研究近

代史之新學風。該所由是成爲中外著稱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

心，並獲“南港學派”的美譽〔２４〕。

郭氏原籍河南舞陽，早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中央大學前身

之東南大學，師承柳詒徵（１８８０—１９６５）、羅家倫並結交蔣廷黻，

在柳、羅、蔣三人影響下，投身中國近代史研究。初以札記方法

編寫史事日誌，作爲研究近代史的準備，並以油印方式出版《近

代史大事記》，爲其研究中國近代史撰著之始〔２５〕。繼而編纂史

料，完成中國近代史史料長編之作，此即《近代中國史》（長沙：

商務印書館，１９４０—１９４１）一書之出版，此書共兩册，首册爲早期

中西關係，二册爲鴉片戰爭，奠基了郭氏於中國近代史的學術地

位。此後轉入專題研究，先後出版有關臺灣史、中國近代化、太

平天國、中外關係、帝俄侵華及東北邊疆史等書、文。羅家倫、蔣

廷黻二人生前，曾希望與郭氏合撰一科學的中國近代史，這一夙

願最後由郭氏獨力完成，即爲其臨終前完成的《近代中國史綱》

一書，交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２６〕。

與此同時，郭氏於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臺灣師範大學、

近代史研究所任教、任職，先後培養出一批傑出之中國近代史學

者，如唐德剛（１９２０—２００９）、王聿均、呂實强（１９２７—２０１１）、王

家儉、李國祁、王爾敏、李恩涵、張玉法、張朋園、陳三井等人，堪

稱桃李滿門。爲中國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批生力軍，郭氏於中

國近代史研究之貢獻，於此可證〔２７〕。

就郭氏對於中國近代史斷限之主張，綜觀其著作，並無明確

界定。且間或指出近代中國“乃由鴉片戰爭開始”〔２８〕。或謂中

歐關係，可分兩大階段，一爲 １６ 世紀前，一爲 １６ 世紀後，後者

“尚可劃分爲二，而以中英鴉片戰爭爲界綫，也就是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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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綫”〔２９〕。然而從其所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著述中，卻無一不

從 １６ 世紀明末清初作爲叙事之始〔３０〕。兹以其相關著述，舉證

如次：

其一，《近代中國史》史料長編一書。原來計劃出版 １９ 卷，

其起訖年限乃由 １６ 世紀明末清初至 １９ 世紀清末，然結果只出

版兩册。其中首册即第一卷，全書輯録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之

中外史料，故所記史事乃“始於 １６ 世紀葡人東航至 １９ 世紀英國

東印度公司對華專利權之廢止”。郭氏的中國近代史，顯然以

１６ 世紀明末清初爲其上限〔３１〕。

其二，《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爲“流水賬”式工具書，合計兩

册。亦於其上册首列第一階段（１４９８—１８２８）的日誌，作爲起

始。而 １４９８ 年乃葡萄牙人伽瑪（Ｖａｓｃｏ ｄａ Ｇａｍｍａ）繞航好望角，

東抵印度之始，此即郭氏所謂該書記事“開始於鴉片戰爭，而於

戰前的中西關係，仍擇要編年，以明其由來”〔３２〕。

其三，《近代中國的變局》一書内刊有五篇關於中國近代化

研究的論文。郭氏之中國近代史研究，自 １９５０ 年起，開始借助

“近代化”概念闡釋中國近代史的進程，並提出“近代化延誤”此

一概念，藉以説明中國近代在西力衝擊下，未能學習先進西方文

化，出現文化差距而造成對外失敗。其間關鍵在於雍正禁教及

英使馬戞爾尼（Ｌｏｒｄ ＭａＣａｃｔｎｅｙ）建議傳授“先進”西學被拒，遂

出現“近代化的延誤”。且中、英兩國貿易齟齬，終於導致鴉片

戰爭發生，結果中國失敗，出現其後百年國運逆轉的悲劇〔３３〕。

進而提出其個人對近代化的定義，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

至個人，爲使其生活方式，精神的與物質的，能適應時代環境，以

增進其褔利所作的努力與所獲的成果，即爲近代化”。故近代

化乃國家、民族，以至個人，需具有適應時代環境之認知與能力。

然近代中國之近代化，卻未能成功，郭氏認爲除國人過度自信與

自衛，未能融攝西方文化外，西方列强以强權及優越感加之中

國，忽略通過文化知識的相通而給予提攜，亦難辭其咎。此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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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近代化失敗所由致者〔３４〕。

就此而論，郭氏明確指出若要了解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導致

近代中國的失敗此一歷史進程，“其癥結並不全在近百年之内，

實遠伏於百年之前，特别是百年前的百年”〔３５〕。故此郭氏之文，

均先行論述 １６ 世紀之中西關係，包括歐洲之葡萄牙、西班牙、荷

蘭、英國及俄國，分别從海、陸兩路來華，要求貿易，以至發動侵

略的史述；次及明末清初以利瑪竇（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１５５２—１６１０）爲

首的耶穌會士東來，借西學作爲普傳西教之手段，西方科技文化

由是入傳中國〔３６〕。然最終由於歐洲列强的侵略野心，康熙、雍

正因禮儀、政爭禁教，導致對外排拒，遂使 １８ 至 １９ 世紀先進西

學，未能入傳而見中阻，此即中國近代化延誤之由來。

其四，《近代中國史綱》一書，第一章即以世變前的中國與

西方爲題，重點論述明末清初，葡、西、荷、英四國擾攘海疆，中俄

陸上和戰，以至隨耶穌會士東來之西教、西學入傳與中阻，以此

爲近代中國史之始起〔３７〕。

由此可見郭氏對於中國近代史上限，雖曾提及始於鴉片戰

爭，然爲了了解鴉片戰爭後中國歷史的進展，有必要對明末清初

之中西關係作出背景探索。故其相關中國近代史的著作，包括

日誌、史料長編、斷代史、專題論文，多以 １６ 世紀明末清初爲其

肇始，而明末清初亦無疑爲郭氏中國近代史研究之上限。此點

從郭氏於 １９５５ 年創設近代史研究所之時，已於該所研究宗旨中

明白指出：“以明清之際爲背景，重心在於 １９ 世紀以來之中國歷

史，包括外交、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學術思想等方面。”〔３８〕宜

其爲中國近代史以明末清初爲上限説之代表者。

三、 黄仁宇及其明代説

黄仁宇爲旅美著名明史專家。其 １９８２ 年出版《萬曆十五

年》一書，以知人論世之史筆，論述皇帝、將相、臣民等六人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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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顯示其關於明史之卓識新見，由是聲名大噪〔３９〕。此後著作

等身，包括宏觀與微觀著作。前者如以大歷史的“長時間，遠距

離，寬視界”，觀察中外歷史的結構與特質，尤其對於我國從傳

統至現代的歷史社會轉型，提出不少卓見，如以“數目字管理”

概念爲依據，論述 ２０ 世紀前後中國由農業組織至商業組織的國

家社會架構轉型〔４０〕。後者則爲擅寫人物、史事，得見其卓越之

叙事史筆。由是成爲在華文世界，深受矚目而大享盛名的

史家〔４１〕。

黄仁宇原籍湖南長沙，父震白爲清季福建講武堂第一期學

生，先後參加辛亥革命福州光復之役及二次革命，爲中華民國開

國歷史的見證者。黄氏自謂受其父之影響，此爲其日後投軍及

撰史之由來〔４２〕。黄氏早年於南開大學研習電機工程，及至抗

戰，轉而投筆從戎，至成都入學中央軍校，畢業後成爲軍官，參與

進攻緬北戰役〔４３〕。二次大戰結束後，出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

團長副官。其後解甲讀書，赴美國進修史學，於密西根大學攻讀

博士學位，師從名史家余英時及費維愷（Ａｌｂｅｒｔ Ｆｅｕｅｒｗｅｒｋｅｒ），以

《明代的漕運》爲題，取得博士學位。繼而獲費正清主持的東亞

研究所給予研究費，從事明代財政研究，並出版《十六世紀明代

之財政與税收》一書，遂以研究明代財政而知聞於西方學界，由

是獲得李約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１９００—１９９５）之賞識，邀其參加

《中國科技與文明史》計劃，成爲合作研究者與撰著者。１９８２ 年

出版《萬曆十五年》一書，引起臺北《食貨月刊》創辦人陶希聖之

注意，爲其出版繁體字本，始受臺灣史學界所重視〔４４〕。１９８６ 年

至臺北，出席由《食貨月刊》社主辦的“明史研討會”，發表《明代

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新認識》一文，借助大歷史的視角，明確提

出研究中國近代史需上延至明代，是爲明代爲中國近代史上限

之説〔４５〕。

據黄氏於回憶録所言，其早在密西根大學選擇博士論文題

目時，已萌生此念。由於其曾參與抗戰、内戰，本擬以國共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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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１９４９）作爲博士論文題目，但思考中逐漸發現當代問題

均源於前代，遂決定以明代爲其研究對象。確認了解現代中國，

必須回溯至過去帝制時期。他説：“明朝是最後一個漢族統治

的朝代，在體制上應該更能代表中國的特色。”至於清朝的政治

歷史，前期則爲異族統治，而後期則受西方衝擊而太多“扭曲”

及“陰影”，難以爲據〔４６〕。此即黄氏中國近、現代史上限追溯至

明代之所由起。

稍後於出版中、英文《萬曆十五年》一書時，黄氏明言該書

欲顯示當代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早在鴉片戰爭前 ２５３ 年之萬曆

十五年（１５８７）已經存在〔４７〕。進而指出通過《萬曆十五年》一書

的論點，可見“明末和毛澤東統治下的混亂時期有許多共通

點……兩個社會都剛好用道德概念來取代法律”〔４８〕。

而黄氏中國近代史追溯至明代的説法，當以《明代史和其

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及《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爲一元論》兩文

最具代表，分别説明如下：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一文，黄氏首先剖析

朱明 ２７６ 年的王朝結構。就地理而言，乃爲亞洲大陸氣候地理

的産物。此即由河患、季風造成水旱災及北方遊牧民族南侵，從

而形成王朝中央集權政治及倫理支配社會的特質。就歷史而

言，則爲對唐宋帝國提倡商業擴張性的反動，而成明朝的收斂

性———推行重農、輕徭薄賦，强化中央集權的退縮政策。與此同

時，提出與明朝年代相若的西歐，適值文藝復興、資本主義形成、

宗教改革及科學革命，從而産生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並舉荷蘭

與英國兩國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爲例，藉以説明。至此西歐則成

其爲工商業、交通、資訊發達，而具“數目字管理”的先進社會，

而明朝中國則相對成爲中央集權、農村經濟爲主而不具“數目

字管理”的守舊落後社會〔４９〕。

黄氏進而由大歷史觀點，指出“清朝因襲明朝的成分多而

溯本歸原的改革少”，故研究中國近代現代的問題“可以追根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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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地追究到明朝去”〔５０〕，然明清兩朝本質没有很大的差别，其王

朝結構，仍屬黄仁宇所謂“潛水艇夾肉三明治”〔５１〕的傳統簡單

體制。而通過對此一傳統體制的掌握，中國近代史中的各問題

遂能迎刃而解。例如道光與耆英籌辦夷務的邏輯，“乃因中國

的體制，無法容納西方的另一爐竈”；太平天國的失敗，不僅由

於林鳳祥北伐失敗，楊秀清狡詐巫術壞事，“而是在潛水艇夾肉

麵包的組織内，‘良心上的自由’（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没有本

身存在的價值”；並使曾國藩以此爲口實，增强尊卑男女長幼的

社會秩序，完成中興大業；而康有爲百日維新没有出路，如主張

發行公債支持改革，因“没有把自己的脚跟點看清”。故謂了解

明史，“可以使我們從基本的技術角度上把問題看穿”〔５２〕。此

即黄氏提出的明史給我們對近代史的新認識，無疑亦爲中國近

代史的上限建議。

其次《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爲一元論》，此文乃由黄氏研究明

代財政專書———《十六世紀中國明代之財政與税收》所衍生。

黄氏提出傳統體制乃由明代“洪武型”財政制度所創造的“洪武

體制”，這一體制影響至今。而整個設計，即産生“不能在數目

字上管理”之狀態。其影響爲負作用。而近代中國亦因此一傳

統體制，無力或無意轉型成爲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式的社會。故

回溯前五百年，即可了解“最近中國遭遇困難的淵藪”〔５３〕。

此一影響近代中國發展的洪武體制，黄氏於文中作出了詳

細描述：税制乃定額低税（輕徭薄賦）而向全民直接徵抽；土地

制度爲佃賃與土地分割零星使用；地方政府之官員，有如中央派

出之使節，除負責抽税，維持秩序，“對各村鎮集團敷行數不盡

的各項儀禮”；法律則以儒家道德倫理之節制爲依據；刑法乃以

尊卑男女長幼次序及五服爲裁判標準；教育則以文化一致；考試

制度以八股文選官，促成社會向上流動，此乃以非經濟方法獲得

經濟上的利益；軍事制度———衛所，乃軍籍與民籍分劃，但缺乏

經濟支援，而後勤供應不力。從而形成一種獨特的制度：“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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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央集權、經濟上因各農村單位而自給自足，文化上全國一

致。”〔５４〕而此一體制，直至近代中外接觸，其缺失遂顯露無遺。

最後尚須一提者，乃黄氏於中央軍校畢業後，出任下級軍

官，駐守雲南，獲得實際的觀感，作爲其提出上承明史説之確證。

據黄氏所云，當其行軍至内陸農村所見之組織制度，“無非‘王

氏家祠’和‘李氏宗祠’和‘松柏惟貞’的節婦牌坊，以及過去人

物的‘神道碑’。前清中試的秀才、舉人，則在門前和祠堂前懸

掛‘舉人及第’和‘文魁’的牌匾”，内陸地區與明代社會情景相

去不遠〔５５〕。難怪黄氏回憶其駐軍雲南時，謂猶如“必須在明朝

的生活條件下過活”〔５６〕。

由此可見，明代社會形態仍然得見於 ２０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

内陸，中國近代史研究宜其上溯明代。

四、 結　 　 論

２０ 世紀中國史研究，在中外學者的倡導下，中國近代史的

研究由是受到重視，脱穎而出，逐漸成爲國史研究中的顯學。而

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項重要課題，即爲如何斷限。其中尤以上

限最爲史家所關注。先後産生鴉片戰爭説、自强運動説、明末清

初説、明代説、宋代説等。其中以鴉片戰爭説最爲史學界所接

受，宋代説、自强運動説和議者不多。而本文則以明末清初及明

代説作爲探討對象。明末清初説尤多學者支持，以郭廷以最具

影響，而明代説則獨見之於黄仁宇。故本文遂以郭、黄二人之主

張爲個案，藉以説明明代與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密切關係。

郭、黄二人均通過中西歷史進行比較，分别指出明末清初及

明代同爲了解近代中國世變的必須關注的朝代。郭氏指出明末

清初因禁教而使西學東傳中阻，中國未能接觸 １８ 至 １９ 世紀歐

洲工業文明而出現近代化的延誤，最終未能適應西方衝擊而接

連失敗。黄氏則將明代與同時期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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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程作出比較，説明近代中國仍存留“潛水艇夾肉三明治”的傳

統體制而不具數目字管理的能力。此皆源起於明代洪武體制，

故中國近現代史問題皆宜追溯至於明代。

此外值得注意者爲宋代説，全漢昇、劉子健早已指出宋代工

商業、科技雖然發達，然始終未能突破，發展出有如西方之工業

革命及資本主義社會。宋代的發展只屬傳統内部之新生，爲一

新傳統時期而難與近代相比擬〔５７〕。

綜合上述對中國近代史各上限説之申論，明末清初及明代

説乃基於歷史發展之連續性立論。事實上，研究中國近現代史

學者，早已注意需要反溯中國傳統歷史與文化，此費正清素所主

張者〔５８〕。明末清初説已爲中外史家所接受，明代爲中國近代史

研究之上限，亦將成爲不容忽視之重要觀點。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注釋：

〔１ 〕　 參郭廷以：《臺灣的近代中國史研究機會（１９６３． ３． ２４）》，《近代中國史研究

通訊》，３６ 期（２００３），頁 １０６—１０７；又參俞旦初：《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

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６），頁 ４—７。著作如魏源：《海國圖

志》、梁廷柟：《夷氛聞記》、夏燮：《中西紀事》、王之春：《國朝柔遠記》、何

秋濤：《朔方備乘》、王闓運：《湘軍志》。

〔２ 〕　 民國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勃興，參包遵彭、李定一、吳相湘：《導論》，《中

國近代史論叢———史料與史學》（臺北：正中書局，１９５６），１ 輯 １ 册，頁 ４—

２４；王爾敏：《郭廷以先生與近代史學風》，《２０ 世紀非主流史學及史家》（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７），頁 ２９—３４；李恩涵：《中國外交史的研究》，

《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８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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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頁 ４７—６１。

〔３ 〕　 西方之中國近代史研究首開風氣，參費正清門生所編之論文集，Ａｌｂｅｒｔ

Ｆｅｕｅｒｗｅｒｋｅｒ，Ｒｈｏａｄｓ Ｍｕｒｐｈｅｙ， Ｍａｒｙ Ｃ． Ｗｒｉｇｈｔ， ｅｄ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ｐｐ． １ ７；馬氏之生平及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貢獻，參王憲明：《蔣廷黻

發表“中國近代史”學術影響探析———以受新史學及馬士的影響爲中心》，

《河北學刊》，２４ 卷 ４ 期（２００４），頁 １３６—１３８。費正清的生平與學術成就，則

參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

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７）；並參余英時的評析：《費正清與中國》，沈

志佳編：《余英時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５ 卷，頁 ４３０—

４５４；又費氏親友、同儕及其門生弟子，對其生平與學術成就之追憶，可參 Ｐａｕｌ

Ａ． 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ｌｅ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ｃｏｍｐｌｉｅｄ，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ｅ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一書。

〔４ 〕　 周朝民等編著：《中國史學四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８９）》（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頁 １２８—１２９；張海鵬：《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理論和方法》，《五十年來

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０），頁 １。

〔５ 〕　 張玉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方向》，《歷史演講集》（臺北：東大圖書公

司，１９９１），頁 ３—１０。相關研究成果可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六十年

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１９８９）下册；香港中

國近代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１９９４）；曾業英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

社，２０００）；Ｐａｕｌ Ａ． Ｃｏｈｅ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牶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６ 〕　 Ｉｍｍｅｎｕａｌ Ｃ． Ｙ． Ｈｓü，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ｐｐ． ４ ７；又參張玉法：《現代中國史的分期問題》，查時傑：

《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的斷代與分期問題》，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

集》（臺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１９８０），１ 輯，頁 ８—１０，頁 ３１—３５。並參段昌

國：《從近代化眼光看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幼獅月刊》，３８ 卷 ２ 期（１９７３）。

〔７ 〕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飲冰室專集》（臺北：中華書局，

１９７８），１ 册，頁 ３５；又梁氏起初亦主張中國近世史斷自明清之際，日後再改主

２８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期）



鴉片戰爭爲斷，參包遵彭、李定一、吳相湘：《導論》，《中國近代史論叢———

史料與史學》，１ 輯 １ 册，頁 ２—４。

〔８ 〕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中國近代史論集》（臺北：大西洋圖書公司，

１９７０），頁 ２２７—２３７；又參前書頁 １７，蔣氏《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一書

即謂：“按鴉片戰爭實在是近代中國外交史的開始。”

〔９ 〕　 張海鵬：《中國近代史通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第一卷，頁

３—２９。

〔１０〕　 胡繩一文重刊於《歷史研究五十年論文選（近代中國上）》（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５），頁 １—１２；又參張海鵬：《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理論與方

法》，《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頁 １—１８。胡氏指出分期目的在於尋找

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基本綫索，並透過階級鬥爭視角，提出中國近代史出現太

平天國、義和團運動及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此一綫索，從而引起史學界熱

烈討論。相關討論可參《中國近代史歷史分期問題討論集》（北京：三聯書

店，１９５７）一書。然自 １９８０ 年起，國内史學界再次掀起中國近代史綫索問題

的討論，並由李時岳提出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資産階級革命三個階

段的新論。至 ２０ 世紀 ８０ 年代末，再由陳旭麓提出將中國近代史下限由 １９１９

年延至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張玉法：《現代中國史的分期問題》，《中國現代史論集》，頁 ９。張氏認爲宋、

元的工業和貿易發達及明末清初東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均未如鴉片戰爭導

致中國産生重大而持續的變遷。

〔１２〕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１９３１），重刊於郭廷以《近代中國

史》（臺北：商務印書館，１９４１，重刊），上册。

〔１３〕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例言，頁 １。

〔１４〕　 黄大受：《中國近代史》（臺北：大中國圖書有限公司，１９５３），上册，頁 １。

〔１５〕　 李守孔：《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１９５８），例言。

〔１６〕　 李方晨：《中國近代史新編》（臺北，自刊，１９６３），頁 １。

〔１７〕　 蕭一山：《中國近代史概要》（臺北：三民書局，１９６４），頁 １—１１。

〔１８〕　 Ｉｍｍｅｎｕａｌ Ｃ． Ｙ． Ｈｓü，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ｐｐ． ５ ７；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Ｄ．

Ｓｐｅｎｃｅ，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９０），ｐ． ＸＸ． 又參查時傑：《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的斷代與分期問題》，同

前，查氏亦主張明末清初説，認爲以此爲上限有助了解鴉片戰爭後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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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故較爲合適。

〔１９〕　 張存武：《中國初期近代史要義（１５１１—１８３９）》，《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

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８８），頁 ４７３—４８９。

〔２０〕　 黄仁宇：《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爲一元論》，《放寬歷史的視界》（臺北：允晨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８），頁 ２１８。

〔２１〕　 引文見内藤湖南著，黄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

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２），頁 １０—１８；内藤湖南著，夏應元等譯：

《中國史通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４），上册，頁 ３２３—３３４；又内

藤湖南的生平及史學成就，參前書前言，頁 １—４。

〔２２〕　 邱添生：《論唐宋間的歷史演變》，《幼獅月刊》，４７ 卷 ５ 期（１９７８），頁 ４５—

５０；《論“唐宋變革期”的歷史意義———以政治、社會、經濟之演變爲中心》，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７ 期（１９７９），頁 ８３—１１１。

〔２３〕　 中外學者對於唐宋變革期的議論，參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

史論叢》，８１ 輯（２００５），頁 １２５—１７１。

〔２４〕　 呂實强：《辛勤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張朋園等：《郭廷以先

生訪問記録》（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８７），頁 ２４１—２６０；王爾敏：

《郭廷以先生與中國近代史之學術建樹》，《２０ 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頁

１２—２０；又南港學派的學風，可參《“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座談會

發言記録》之李國祁發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１４ 期（１９８５），頁

４１３—４１６；又參 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Ｃｈｉｎａｂｏｕｎｄ牶 Ａ Ｆｉｆｔｙｙｅａｒ Ｍｅｍｏｒｉ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 ＆ Ｒｏｗ，１９８０），ｐ． ３８３；費正清指出郭廷以及其臺灣師範大學

門生於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一系列史料集、專刊，均以史事叙述見長而創出

研究成績。又郭廷以與費氏及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ｌｂｕｒ）的交誼

與學術合作，可參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

個案初探》，頁 １０５—１２９。

〔２５〕　 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記録》，頁 １７３。

〔２６〕　 郭廷以：《小記》，《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７９），上

册，頁 ７。

〔２７〕　 李金强：《南港學派的創始者———郭廷以的生平志業及其弟子》，《世變中的

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０），頁 １８７—１９２。郭氏蜚聲士林之

門生，共計 ４６ 人，尤以近代史研究最爲著稱。如唐德剛任教於紐約市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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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王聿均、呂實强、王家儉於臺灣師範大學任教；李國祁先於德國波鴻

（Ｂｏｃｈｕｎ）大學東亞學院任教，後於師大主持歷史研究所；王爾敏、李恩涵分

别南下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及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任教；張玉法、張朋

園、陳三井亦先後於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任教。

〔２８〕　 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１９５１），《近代中國的變局》（臺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８７），頁 ２７。

〔２９〕　 郭廷以：《近代中國世變的由來》（１９５４），《近代中國的變局》，頁 ７７。

〔３０〕　 郭廷以著作目録，見張瑞德等：《郭廷以先生著作目録初稿》，郭廷以：《近代

中國的變局》，頁 ４４５—４５６。計專書 ２３ 種，中英文論文 ３２ 篇，史料、口述歷

史共 ７０ 種等。

〔３１〕　 郭廷以：《例言》，《近代中國史》（長沙：商務印書館，１９４０），１ 册，頁 １—２。

〔３２〕　 郭廷以：《編者説明》，《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上册，頁 １。

〔３３〕　 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１９５０），《近代

中國的變局》，頁 ３—２５。

〔３４〕　 郭廷以：《從中外接觸上論中國近代化問題》（１９６６），《近代中國的變局》，頁

９３—１０５。

〔３５〕　 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近代中國的

變局》，頁 ２５。

〔３６〕　 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近代西洋文

化之輸入及其認識》、《中國近代世變的由來》（１９５４），《近代中國的變局》，

頁 ４—７、２７—３０、７７—９１。

〔３７〕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册，頁 １２—３４。

〔３８〕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十年史稿》（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８５），

頁 ２。

〔３９〕　 黄仁宇撰寫此書之緣由，參黄仁宇：《自序》，《萬曆十五年》（北京：中華書

局，１９８２），頁 ４—５；林載爵：《黄河繞青山———黄仁宇叙往以明志》，《傳記文

學》，７８ 卷 ３ 期（２００１），頁 ６０。黄氏謂此書乃失敗者的記録，包括對神宗、申

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及李贄等六人思想言行，以推陳出新手法論述，

由是引起史學界對黄氏史著之注目。又該書原爲英文，出版後譯爲中、日、

德、法四國語言。兩次提名爲美國書卷獎歷史類好書。

〔４０〕　 黄仁宇：《卷尾瑣語》，《放寬歷史的視界》（臺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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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頁 ２８３—２８４；邱澎生：《“數目字管理”是洞見或是限制？———黄仁宇

“大歷史觀”下的明清市場與政府》，《臺大歷史學報》，２６ 期（２０００），頁

２５１—３７６。黄氏憑藉其對 １６ 世紀明代財政及 １７ 世紀末英國資本主義的研

究，進行比較，得出此一概念。進而指出自明代以降的中國，爲一未能掌握

數目字管理的國家，只具一如“潛水艇夾肉三明治”（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的

傳統社會形態，未能發展出如英國之“經濟組織分工合作，法律體系權利義

務分割歸併，道德觀念上私人財産不侵犯”三要素并具而能够在數目字管理

的國家。並參邱氏對此一概念的陳述及批判。

〔４１〕　 晏山農：《追思黄仁宇逝世週年》，《中國時報》，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５ 日，頁 ２３；趙世

瑜：《通古今之變：再讀黄仁宇》，《百家書語》，２００１ 年 ５ 月，頁 ７２；又《中國

時報》於黄氏逝世後一年，召開“黄仁宇研討會”，藉以紀念其學術貢獻。參

邱澎生：《“與大歷史對話”———黄仁宇研討會會議報導》，ｈｔｔｐ：／ ／ ｉｄｖ． ｓｉｎｉｃａ．

ｅｄｕ． ｔｗ ／ ｐｅｎｇｓｈａｎ ／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ｒａｙｈｕａｎｇ． ｈｔｍ，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摘取；《“與大歷

史對話”———黄仁宇研討會摘要記録》，《傳記文學》，７３ 卷 ３ 期（２００１），頁

７１—７３。

〔４２〕　 黄仁宇記述其父之生平及所受影響，參黄仁宇：《蔣介石的歷史地位》，《放

寬歷史的視界》，頁 ２２５—２２６；《黄河青山———黄仁宇回憶録》（臺北：聯經出

版事業公司，２００１），頁 ２４５—２５３。李金强：《密謀革命———１９１１ 年福建革命

黨人及其活動之探析》，《區域研究：清代福建史論》（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１９９６）。黄震白乃於辛亥革命前夕，加入福州黨人彭壽松創立之“軍警特别

同盟會”，而非黄仁宇所謂孫中山創設之“同盟會”。黄震白並於福州光復前

夕，遊説福建新軍第 １０ 鎮 ２０ 協協統許崇智（１８８６—１９６５）倒戈反清，發動于

山戰役，擊敗福州駐防八旗，完成福州光復。

〔４３〕　 黄氏參與緬北戰役時，作爲前綫觀察員，撰寫 １２ 篇作戰通訊，其後結集成書。

見黄仁宇：《緬北之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２００６，重刊）。

〔４４〕　 黄氏之生平自述，見文庭澍譯：《黄仁宇與李約瑟定交信》，《傳記文學》，７８

卷 ３ 期（２００１），頁 ６２—６５；黄競存：《我的哥哥黄仁宇》，《中國時報》，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５ 日，頁 ２３；又黄氏生平，亦可參其回憶録《黄河青山———黃仁宇回憶

録》一書；又參黄仁宇：《費公（正清）誨我，我負費公》，《地北天南叙古今》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１），頁 １５１—１６４。

〔４５〕　 黄仁宇：《卷尾瑣語》，頁 ２８５—２８９；該文始刊於《食貨月刊》１５ 卷 ７、８ 期

６８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期）



（１９８６），重刊於《放寬歷史的視界》，頁 ６３—９１。

〔４６〕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憶録》，頁 １８５—１８６。又黄仁宇之博士論

文爲“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１９６４），黄氏去世後，由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張皓、張升合譯爲中文出版。見

張皓、張升：《譯後記》，《明代的遭運》（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７〕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憶録》，頁 １１５。

〔４８〕　 黄仁宇，同上書，頁 ５４６。

〔４９〕　 黄仁宇：《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頁 ６４—８２。

〔５０〕　 黄仁宇，同上書，頁 ８２。

〔５１〕　 黄仁宇，同上書，頁 ６３。黄氏借美國人常吃的“潛水艇夾肉麵包”形容明朝的

社會形態。其意謂此一三明治，上面一塊長麵包如以四書五經爲精神團結

的文官集團；而下面另一塊長麵包則爲成千上萬的農民；而中間的夾肉配料

則爲簡單的“尊卑男女長幼的法治基礎及科舉制度”作上下聯繫。並謂此一

傳統社會形態，以明朝最爲顯著。

〔５２〕　 黄仁宇，同上書，頁 ８５—８６；又參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憶録》，頁

９３—９４。黄氏指出近代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基本原因乃“直到本世紀，

中國一直近似只有農業的社會，大體上是由官僚來管理，國民黨在政府組織

上層創造出現代的外觀，但底子裏全國仍是村落的結合體，管理方式不可能

比明朝或清朝更企業化”。

〔５３〕　 黄仁宇：《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爲一元論》，《放寬歷史的視界》，頁 ２１１、２１８。

〔５４〕　 黄仁宇，同上書，頁 ２１５—２１６。

〔５５〕　 黄仁宇：《蔣介石的歷史地位》，《放寬歷史的視界》，頁 ２４５。

〔５６〕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憶録》，頁 １０。

〔５７〕　 全漢昇：《略論宋代經濟的進步》，《大陸雜誌史學叢書》，２ 輯 ２ 册，頁 ３９—

４２，並參劉子健的回應。

〔５８〕　 余英時：《費正清與中國》，頁 ４３５。

７８明代爲中國近代史上限説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Ｋｕｏ Ｔｉｎｇｙｅｅ ａｎｄ Ｒａｙ Ｈｕａｎｇ

Ｌｅｅ Ｋａｍ Ｋｅｕ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ａｐｔｉ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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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ｐｅｒｉｏ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ａｒ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ｖｅ ｐｏｉｎｔｓ：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Ｗａｒ，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Ｗａｒ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ｎ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ｅｎｊｏｙ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ｗｉｔｈ Ｋｕｏ Ｔｉｎｇｙｅｅ ａｓ ｉｔｓ ｍｏ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ｐｏｎｅｎｔ；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ｓ ｏｎｌ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ａｙ Ｈｕａ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ｐｉｕｍ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Ｎａｉｔō Ｋｏｎａｎ，Ｋｕｏ

Ｔｉｎｇｙｅｅ，Ｒａｙ Ｈｕ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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